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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一门研究过去的学科，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考古学研究也开始涉及当代问题。考古学家对过去社会的

阐释也逐渐进入到现代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讨论当中。这些新进展的实现，一方面得益于近

几十年来考古学数据的系统收集，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交叉学科方法的不断实践应用。有鉴于此，本文选

取了当今全球面临的四个重要问题和挑战，通过具体案例展示了考古学对于理解当代社会的贡献：1) 不
平等问题，尤其是贫富分化的加剧；2) 市场的繁荣和抑制；3) 气候变化和人类社会应对；4) 社会系统

的互动、预测和治理。这些成果表明，从考古证据中获得的经验知识不仅增加了我们对历史进程的了解，

还使我们能够从更长时段的观察比较中回应关乎人类未来和命运的重要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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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realm that studies the past, archaeology has increasingly expanded its scope to address con-
temporary issues in recent years. Arc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past societies is increasingly i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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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s of modern politics, economics, societ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s. These new de-
velopments have been facilitated by the systematic collection of archaeological data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as well as the continuous applic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methods. Accordingly, this 
paper selects four important global issues and challenges facing the world today and demon-
strates the contribution of archaeology to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society through specific 
examples: 1) Inequality, especially the increasing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2) The boom and 
bust of markets; 3)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society’s response; 4) Interaction, prediction, and 
governance of social systems. These achievements show that experiential knowledge gained from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not only increases our understanding of historical processes, but also 
enables us to respond to important debates concerning the future and fate of humanity through 
longer-term observational compari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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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作为一门以物质遗存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古代世界的精美器物、豪华墓葬、宏伟建筑几乎成为了考

古学成就的代名词，大量出现在公众视野。另一方面，考古学家通过对毫不起眼的碎片、残骸、废墟的

收集、整理和分析，能够最大程度上提取早期人类获取和分配资源、应对风险、组织运作等反映动态进

程的信息[1]。这意味着，考古学逐渐具备了讨论“非物质的”复杂命题的能力，其中一些关切同样也是

当代社会所面临的重要问题。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考古证据正在逐渐被纳入现代问题的讨论当中。这

一方面得益于近几十年来考古数据的系统收集，量化方法的使用、量化标准的确立，使早期社会动态的

横向和纵向比较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受到新的地球化学、地球物理、生物地理等科技方法、古环境数据

库的支持，早期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能够更清晰的展现和重建。 
本文通过考古学案例回顾了史前社会研究的新进展，并归纳为四个主题。这些主题阐释了近期的考

古学研究不但与当代社会相关联，而且也能增进对这些重大问题的理解[2]。本文旨在说明，考古学不但

为解释人类社会的长期变化提供了独特的资料和证据，同时考古学家还能够以更系统和动态的视角讨论

社会议题，为当代问题解决和政策的制定提供经验基础。 

2. 过去和现在的社会不平等 

在近十年的社会科学期刊文献中，不平等(inequality)是热门关键词之一。在我们生活的世界，收入、

教育、健康和性别等领域的社会不平等日益加剧，并逐渐引发政治、经济问题和社会动荡。巨大的社会

不平等不仅导致社会需求疲软，加剧经济萧条和危机，并且使得资本和精英对政治的控制增强，政治生

态日渐恶化；同时，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使社会稳定受到严重威胁。 
为了应对不平等带来的挑战，大量文献致力于厘清各种社会不平等的定义、衡量标准和模型。什么

加剧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不平等？这些不平等导致了怎样的后果？如何抑制不平等加剧和减少不平等带来

的负面影响？新世纪以来，不平等相关的实证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无数量化方法被引入分析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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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泰尔指数(Theil index)等被广泛用作测量不平等程度的指标，相关系数、

回归模型大量被用于评估导致不平等的因素及其带来的影响。近年来，早期复杂社会的不平等现象也通

过系统收集的考古学数据逐渐得到了揭示，并且不平等的种类和程度也被纳入到社会动态的研究当中。 
西辽河流域位于中国东北地区，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重要考古学文化——红山文化的主要分布区。约

在公元前 4500 年，红山文化进入繁荣时期，出现了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积石礼仪建筑群和大量埋葬丰

富玉器的墓葬。中美联合考古队在牛河梁[3]、大凌河上游[4]和赤峰地区[5]进行了长达十年的系统性区域

考古调查和地表采集工作，逐渐揭示了红山社会的不平等状况[6]。家户人工遗物组合的多维度量分析表

明，红山社会的贫富分化和生活水平差异非常微弱。然而，考古证据表明，在牛河梁积石平台的墓葬的

人群应当是享有特殊声望和地位，其规格形制是周围平民墓葬完全不能比拟的。身份和地位的不平等并

没有导致红山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反而达到了微妙的平衡。其微弱的生产分化和松散的政治治理可能

是这一社会形态得以达成的原因。红山社会的特殊运行模式，展示了贫富分化长期抑制条件下社会稳定

的成功案例。 
特奥蒂瓦坎(Teotihuacan)位于墨西哥东北部盆地，是中美洲地区早期的重要城市。公元前 600 年以后，

墨西哥盆地开始出现定居的村庄。在公元前 100 年，这里人口开始膨胀，逐渐形成早期城市。特奥蒂瓦

坎于公元 500 年达到鼎盛，占地 8 平方英里，人口超过 12 万，是当时美洲最大的城市。考古学家通过对

住房、财富和城市服务的分析，了解到在公元 400~500 年的修拉潘(Xolalpan)时期的不平等状况。根据住

宅面积、建筑材料和内部的遗物组合，可以区分精英贵族、中产和平民住宅，这反映了地位、等级、职

业或族群的差异。整个城市的基尼系数仅为 0.12，贫富分化得到很好的控制[7]；然而，根据不同城市建

筑对居民服务获取的空间分析表明，特奥蒂瓦坎居民的经济状况和其能够获得城市服务水平有显著关联。

精英家庭更容易获得市场、集会场所和仪式场所的服务，居住偏远的平民无法平等地享有服务设施及其

提供的福利[8]。特奥蒂瓦坎的考古学案例拓展了对古代城市不平等的多样性的认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

理解城市空间治理的问题的深度。 
中美洲伯利兹(Belize)南部是古典玛雅时期(公元 250~1000 年)政体的边缘区域，属于古典玛雅政体的

外围社区。乌克斯本卡(Uxbenká)和艾克斯洪毓伊尔(IxKuku’il)是两个主要的遗址。将玛雅地区的边缘社

区和中心社区进行比较，有助于理清不平等产生的内在机制。古典玛雅的家庭单位被称为“普拉苏埃拉

(Plazuela)”，每个单位内的房屋都修建在一个平台上。根据其面积和体积计算得出，基尼系数处于

0.34~0.68 之间，表明家庭存在高度的财富不平等现象，并且与更大、居住密度更高的中心区域的玛雅社

会相当[9]。相关性分析表明，这些边缘地区的交易网络、资源垄断和财富不平等之间存在显著关联：财

富不平等通过操纵资源网络而出现，而外部财政融资是玛雅贫富分化的一个关键变量。了解治理和融资

的差异对财富分配的影响，可以帮助我们分析当代社会相似的过程，优化相关政策的优化以减少现在系

统性不平等的进一步扩大[10]。这些案例同时也有力地证明，考古学证据也应当进入了解当下人类社会的

经验范畴，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现在不平等问题的根源、影响，并启发新的应对方案。 

3. 市场的出现、繁荣和失灵 

近十几年来，全球性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引发了人们关于市场经济体系的持续反思。粮食危机、能

源危机、失业率飙升、以及货币金融危机问题的接连出现，引发全球性经济动荡和社会冲击。因此，以

自由市场经济为基础制度模式——自上世纪 30 年代之后又一次受到广泛的讨论。亚当·斯密在 18 世纪

就已经论证了市场经济的活力。在当时的条件下，自由贸易通过专业化生产和劳动分工充分利用大规模

经济，极大的促进了繁荣。然而，将一切经济活动交给市场机制这一“看不见的手”，使得人们无法避

免过度追逐利润的风险，并导致了市场调节的失效[11]。在这一背景下，政策引导、稳定市场的思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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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解决长期经济危机的有效方案。其关键在于，重振政府的监管作用和政策引导，实施积极的救助和

补贴。 
然而，市场交换并不是工业革命以后的发明，市场失灵也不仅仅是当代经济危机的发现，相反它在

人类发展进程中有更深远的历史。在考古学中，对前工业时代的市场的关注来自波兰尼的广泛影响。面

对经济危机的冲击，他试图从古代文明中寻找解决方案[12]。但是，波兰尼将资本主义与其他的经济体完

全对立起来，将围绕分配机制组织起来的“指令性经济”和基于商业化交换、市场行为完全区分开来[13]。
越来越多考古学证据表明，通向现代城市国家有很多经济路径，不能完全用二分观点来概括。 

过去几十年来，对玛雅经济的建模一直倍受考古学家关注。尽管获取市场交换的考古记录异常困难

[14]，但玛雅经济的非凡的复杂性和魅力，使其经济形态研究仍然得到有力推进。在中美洲伯利兹(Belize)
的卡拉科尔城(Caracol)，古典晚期(公元 550~900)鼎盛时期，考古学家发现了纪念性建筑、住宅和大量梯

田，同时发现了多个潜在的市场区域。与产品生产在不同家庭中展现的巨大差异相比，大部分生活用品

的成品的分布非常均匀，几乎所有的家庭都能通过市场交换获得生活必需品(包括长途运输的黑曜石)，这

展现了市场交换的潜在规模[15]。然而，对蒂卡尔(Tikal)和玛雅潘(Mayapán)遗址贵重物品分布分析表明，

玛雅社会存在复杂的市场交易系统，平民的专业化生产和获得贵重商品的机会都因此得到了拓展[16]。玛

雅贵族的统治帮助组织了古代市场，但他们并没有垄断这些市场。玛雅经济在自由商品贸易和政治管控

之间维持相当的活力。 
在墨西哥南部高地的瓦哈卡(Oaxaca)山谷，古典时期(公元 200~900 年)的经济模式同样展示出其内在

的生命力。家庭遗物的分析表明，大多数家庭生产并不相同的产品，并消费它们不生产的产品。但是，

生产活动非常分散，并不由支配性的权力机构直接控制[17]。区域性的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具有相当的灵

活性，又实现了小范围的经济依存，形成了紧密的生产–消费共同体。在瓦哈卡，生产实践的灵活性可

变性、居住的流动性、家庭间的相互依存以及对市场的依赖都需要基础广泛的经济网络和政治合作，对

这些经济政治网络的研究有助于讨论内部尚不明确的动态调控机制。 
位于秘鲁安第斯山脉的上曼塔罗地区(Mantarro Valley)的考古调查展示了前印加时期 A(万卡[Wanka]

第二期，1250~1460 年)和帝国时期 B(万卡第三期，1460~1532 年)的经济动态。家庭内部储藏、手工业产

品遗存和商品来源的分析表明，印加征服之前的上曼塔罗社会商业化、专业化和贸易程度都非常低，几

乎没有市场存在的证据。然而，随着印加帝国的征服，普通家庭的消费水平有所改善，但家庭经济的总

体模式并没有很大的变化[18]。另有研究表明，该地区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社会联系和物质流动的加强

也足以使总体生活水平得到提高[19]。在印加帝国边缘的阿根廷的卡尔恰基(Calchaqui)山谷，贵重商品大

量生产，但当地居民却很少拥有和使用成品。这表明，这些商品作为政治金融的产品流向曼塔罗山谷的

核心区。印加帝国采用由上而下的政治金融活动扩张其财富体系，而抑制市场活动的拓展[20]。考古学证

据表明，政治干预和和自由都有比我们想象的更深刻的时间维度和历史根源。“有形的手”和“无形的

手”在史前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已展示出了原初的形态。诸多古代经济数据表明，考古学有能力阐明全球

历史上的经济动态，从而为当代市场经济失灵提供思路和启示。 

4. 过去和现在的人类如何应对气候变化 

自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IPCC)于 1988 年成立以来，气候变化一直是关乎人类可持续发

展的世界性挑战。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在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著名的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WCRP)，致力于为未来气候变化的预测提供长时段的科学背景。其创建的古气候建模(PMIP)数据库已经

评估了上个千年(1000 B.P.)、公元元年(2000 B.P.)、全新世中期(6000 B.P.)等古气候的环境数据，为人类

历史长期变化过程中环境变化提供多学科合作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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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环境对史前社会的影响、史前人类引起的环境变化，将环境变化纳入人类社会的运作模式当中，

是考古学近期流行的发展趋势。新的生物地理，地球物理、化学科技手段，为了解古代动物群的迁徙和

灭绝、植被变化、土壤变化等提供了更好的方法支撑。除了自然科技方法的应用，还得益于环境信息数

据库、大数据存储、地理信息系统和计算机建模方法的进步[21]。将人类定居数据与古环境数据联系起来，

有助于考察人类社会如何适应和应对几千年来不断变化的气候，可以在全球变化的时代提供有价值的信

息。例如，评估人类对气候变化的反应，包括脆弱性、规避和应对风险；借鉴早期人类应对和管理环境

的技术；评估过去的气候状态，从而评估和预测全球变化等[22]。这些发现在历史背景下评估当前的气候

应对方案，对风险预测和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尽管现在气候非常干旱，阿拉伯半岛曾经广泛分布着早期人类社区。阿拉伯半岛从新石器时代开始

到青铜时代早期(相当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欧贝德时期[Ubaid period]，年代约为公元前 6500~3800 年)，
就分布着半定居的狩猎采集社会。阿拉伯半岛的环境变化为人类活动提供了不同的限制和机会[23]。环境

数据显示，8200 到 8000 B.P.，7500 到 7200 B.P.，6500 至 6200 B.P.，5900 至 5300 B.P.，4300 至 3900 B.P.，
阿拉伯半岛都经历了降水量的突然减少。阿拉伯东南部考古证据表明，考古遗址的数量变化与降水量变

化吻合：干旱到湿润的变化与内陆人类活动的衰落和人口向沿海资源丰富地区的迁移相对应，产生了变

革性的社会影响。这说明，全新世人口可以通过高流动性、管理水源和变革生产方式来应对环境挑战。

而这些适应策略为应对当代全球气温和降水的剧烈变化提供了重要的经验[24]。 
近年来，加勒比地区是全球范围内，受到气候变化影响最为明显的地区之一[25]。通过对前哥伦布时

期环境对人类的影响的研究，有助于为减灾和治理方案更好的借鉴[26]。公元前 2755 年到公元 1670 年之

间，在古巴中北部分布大量前哥伦布时代的考古学遗址，涵盖从狩猎采集到农业定居社会的不同阶段。

对这些考古学遗址的环境分析表明，海平面的上升、降水量的变化和飓风活动的强度变化，对定居模式、

食物的获取策略和房屋建筑都有非常显著的影响。该研究有助于了解史前人口如何应对气候变化，为战

略政策的辩论提供有力依据。 
地中海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地中海东部，对气候变化高度敏感。在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希腊

罗马时期，考古历史资料丰富多样，为多学科合作创造了绝佳的机会[27]。在公元 200 年到 800 年间，东

地中海地区的安纳托利亚(Anatolia)、黎凡特(Levant)地区，与埃及一起形成了东罗马帝国的中心地带。该

地丰富的气候数据和考古学资料，为探究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创造了坚实的基础[28]。通过对古气候证据

和考古学、文字资料的比对表明，罗马晚期的干旱导致了城市用水模式的变化，但并没有导致该区域的

社会动荡或经济衰退。而公元 470 年以后，湿润的气候有助于农业向边缘地带的扩张。因此，气候是地

中海盆地东部晚期罗马帝国经济繁荣的重要推动因素，而罗马的终结与气候条件的变化没有直接联系

[29]。这些案例进一步证明，在过去的一万年里，人类面临着来自气候变化的各种挑战，有的导致广泛的

技术、经济和文化反应，有的则导致社会的崩溃。全新的古环境评估方法使古环境数据与考古学记录更

好地结合，不但可以了解过去人类社会应对环境变化的路径和策略，还能通过积累经验知识，更有效地

应对世界目前面临的气候挑战。 

5. 社会系统的实验室：互动、预测和治理 

社会系统作为一个复杂整体，社会科学要求对各类社会动态进行阐释，并预测未知风险，为政策制

定提供引导。为此，需要一套整合途径将演绎和归纳、理论和数据、观察和推测结合起来，探究社会系

统的内部交互和动态。在这个意义上，模型化一直是社会科学构建逻辑的有力途径。随着计算机建模技

术的突破性进展，复杂社会系统分析产生了整合性的研究方法。在过去的半个世纪，计算机模拟经历了

三个时期的发展：宏观模拟、微观模拟和基于主体的模型，经历了系统动力模型(数学、统计、方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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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交互代理模型(自组织)的转变，从基于变量转向基于对象[30]。其中，基于主体建模(Agent-Based 
Modeling, ABM)近年来受到了广泛关注。通过参数与变量的设置，它可以成为社会科学的“实验室”，

进行高度的抽象思维实验。近年来，主体建模在社会网络、集体行动、市场预测、文化进化、环境耦合

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尝试和应用，成为热门的新兴领域[31]。复杂系统通常存在“涌现”现象，可以产生

开始时无法预料的结果。因此，主体建模有助于观察微观主体的复杂互动在宏观涌现的发生机制[32]。这

不但有助于理解复杂社会系统的结构、功能与变化性，更好地理解发生在多个空间、时间和组织尺度内

的社会系统的互动规律和效果；还可以对各种管理政策的后果进行预测或评估。在考古学中，建模应用

的主体可能是动植物、人、家庭或其他各种实体对象。主体之间的微观交互关系，在宏观上涌现出各种

各样的社会现象，如人类扩散迁徙、社会进化、聚落和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等的动态反应。 
阿那萨齐代理仿真模型[Anasazi (AA)]是第一个将主体建模用于解决考古问题的尝试，源于考古学家、

人类学家、计算社会科学家和计算机工程师之间独特的跨学科合作[33]。公元前 800 年到公元 1350 年之

间，美国亚利桑那州东北部长屋谷分布着阿那撒齐史前社区。在该主体建模当中，考古学数据被纳入社

会生态系统的整体建模中：作物产量作为环境，家庭作为主体代理人。其中，家庭被赋予了管理消费、

繁殖、移动、选择农场和住宅地点等行为规则。运行模型后，将考古数据和模拟的结果进行比较，研究

者发现模拟非常准确[34]。阿那撒齐代理模拟描述了 550 年间的人口动态，在山谷废弃后，环境承载力仍

然保持正值。该动态模拟说明，环境的干旱变化并不是导致山谷废弃的原因[35]。 
普韦布洛(Pueblo)主体建模项目是对整个社会的多方面变化进行系统和全面模拟的尝试。在公元 600

年到 1280 年间，科罗拉多州西南部地区建立了 100 多个普韦布洛社区。普韦布洛人严重依赖玉米农业，

农业人口经历了两个人口增长和下降的周期，每次下降都伴随着气候变化。将考古调查数据的分析作为

基础，将家庭作为代理人单位，该模型模拟了交换网络、家禽养殖、社会和经济的专业化、等级制度的

出现等社会进程[36]。在另一个针对该地的主体建模实验中，研究者建立了一个领导人模型探讨领导阶层

如何产生。家庭的代理人可以决定在哪里耕种、打猎和安置他们的住所的家庭活动，而领导者通过监督

和惩罚成员，增加互动合作和资源博弈中取胜的可能性。模拟结果表明，家庭更愿意在有领导者的团队

中工作，领导者分享团队的生产力，说明领导力在小规模社会中的出现可能是出于群众自愿的最优决策，

而非来源于暴力和强制[37]。 
中东地区的青铜时代社区的不平等发展进程也受到了主体建模的关注。叙利亚和伊拉克北部的半干

旱环境中，分布着大量青铜时代社区。例如，叙利亚东北部哈布尔河流域的特尔贝尔达遗址(Tell Beydar) 
[那巴达古城(Ancient Nabada)]，和特尔巴克遗址(Tell Bark) [古那噶尔王国 Ancient Nagar]，相当于苏美尔

早期王朝时期(公元前 2500 年)，已经被纳入到代理建模研究当中。考古学家汇集了来自楔形文字文本、

考古学、景观研究和环境记录的数据，并进行分析建模。模拟显示，一些家庭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如动物)，
其他家庭则成为了牺牲品，从而日渐贫困。这种分化表明，精英群体的发展和繁荣是以被边缘化的贫困

群体为代价的，他们要么迁徙，要么加入其他群体[38]。最近，在阿拉伯青铜时代考古遗址研究中，地方

性经济和远距离市场交换也通过代理建模实现了模拟。结果表明，本地的内部交换经济和专业化生产策

略社会经济不平等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39]。这些突破性进展表明，在复杂系统的互动性研究中，主体

建模日渐兴起为考古学提供了一个可验证的范式和跨学科交流的平台。同时，运行代理模型意味着，这

个计算机操纵的“模拟社会”可以自动运行并产生随时间变化的结果，可以对预测未来可能现象的发生。

针对预测结果，可以支持评估过去和现在社会潜在的问题和风险，从而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6. 展望 

本文回顾了考古学在社会研究方面的新进展，展示了以经验基础的考古学数据如何为社会当代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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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回应当代问题的争论。这些案例表明，考古学以其独有的资料，可以对古代社会经济、政治的变

化进行系统的分析，并通过长时段的建模理解现代社会运作的深层背景。这意味着，考古学的基本目标

不仅仅是了解过去，还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可靠的经验支撑。考古学资料对于当代社会的贡献，也体现在

跨学科方法的不断探索上：新方法的引入使考古学有望成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融合的全新交叉点。新

世纪的考古学同样可以像实证研究一样，在宏观社会现象的基础上，通过开发模型来为人类社会文化变

迁提供合理的解释，然后不断通过新的考古学证据，检验这些模型是否与社会文化变迁的经验相一致。

最终，这些努力可以以自身的独特性证明，理解当今人类社会无法逃避历史维度，考古学正在克服“透

物见人”所面临的种种困境，为理解过去和现在的人类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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